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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更替、寻租行为与企业联盟研发投入

李后建

( 四川农业大学 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推动企业创新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从官员治理角度出
发，利用第三方权威机构世界银行提供的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旨在从实证的视角分析

和评估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官员更替会弱化企业联盟
研发活动，而寻租行为则激发了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动机。并且，随着官员更替程度的增加，寻租行
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会逐渐弱化，这一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进一步分析发现，处
于制度质量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官员更替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消极影响会逐渐弱化，而寻租行

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积极影响则逐渐强化。研究结论为深层次理解转轨经济背景下中国企业
联盟研发行为的影响因素指明了新的方向，也为理解地方官员治理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机制提供

了新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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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晋升激励机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是释放体制转轨红利的结果，它通常

依靠的是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大量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大批资金的投入。这种粗放型的高速增长保
持了三十多年，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外部效应。它不仅加速了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1］，
而且还威胁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政府各部门面临的首
要任务，也是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在当前的形势下，唯有创新才能成为引领中国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和第一动力。因此，大力弘扬企业家创新精神，有效激励企业实施创新是中国经济增
长模式实现创新驱动转变的重要举措之一。在企业创新活动中，联盟研发有助于企业获得互补性资
源、市场信息和投资机会［2］，同时它还能缩短研发周期，拓展产品线的宽度和深度，分摊研发成本和
风险［3］。因此，它不仅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法宝，而且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与实现途径。
尽管企业联盟研发的收益如此丰厚，但并非所有企业都结成联盟［4］，特别是在经济步入新常态的关

键时期，中国的经济转型仍面临着不少风险与挑战，市场环境不稳定、正式制度不完善和政府管制过
严等问题并存，严重制约了企业致力于创新活动的动机［5-6］，同时也妨碍了企业研发联盟的形成［7］。
因此，在正式制度缺失的经济体中，寻求有效途径促进企业联盟研发，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意

义，而且对于实现中国经济走出资源依赖型发展模式、走向创新驱动型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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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现有研究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解释主要以资源基础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8］，其中关于

企业联盟研发活动收益的解释建立在资源基础理论上［9］，而有关企业联盟研发活动成本的解释则根

源于交易成本理论［10］。然而，在中国政治晋升锦标赛机制下，政府对企业行为表现出强烈的干预偏
好。特别是在正式制度缺失的情境下，地方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辖区内企业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11］。遗憾的是，鲜有研究提供关于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影响的经验证据。
鉴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运用第三方权威机构提供的关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分析与评

估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影响效应。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三点:首先，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缺乏有关经

济转轨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官员治理对本地企业创新行为影响的研究［12］，本文为丰富这一主题的研

究做出了探索性的尝试;其次，现有关于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研究，无论是从融资还是从政治关联的

视角，主要着眼于企业研发激励的问题，本文以地方政府官员治理问题为切入点，丰富了人们对中国

政治治理模式如何影响经济转型的理解;最后，本文探讨了不同制度质量条件下，官员更替和寻租行

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影响，为深层次理解不同制度环境下官员治理如何通过寻租行为来影响企

业创新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理论与研究假设
( 一) 官员更替与企业联盟研发投入

官员更替是普适化和制度化的官员治理策略之一，也为理解政治晋升激励机制下的官员行为逻

辑提供了有益视角。由于地方官员推动经济增长的努力程度和执行行为会随着更替时间的长短发
生变化，因此地方官员的决策眼界( decision horizon) 也会随着更替时间的长短而发生变化。为了让
领导有效识别自己任期内的业绩，新上任的地方官员通常会优先执行有别于前任的政策体系。由官
员更替引致的政策执行波动会给企业带来较大的政策风险。Lawrence and Lorsch［13］指出在环境不确
定的条件下，松散型组织结构相比集成型组织结构更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战略管理的相关文献亦指
出，当面临环境的不确定性时，企业可能偏好灵活的组织形式，例如联盟［14］。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导
致研发投资收益的前景不明朗，此时，企业迫切需要合作伙伴提供额外的资源并分担相关风险［15］。
研发联盟便为企业提供了应对环境波动和经济衰退的缓冲器，为企业带来了更多可预见的资源流和

可承受的风险计划［16］。由此推之，官员更替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会激励企业结成研发联盟。
然而，对于处在转型阵痛期的中国而言，地方官员的更替亦会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造成负面影

响。首先，在相对绩效考核和有限任期的机制下，地方官员行为的价值取向取决于政治晋升激励制
度的设计。特别是在有限任期内，以 GDP增长为主要业绩考核指标的前提下，地方官员为了追求个
人的“政绩”，通常会搞短期化行为。为了在政治晋升锦标赛中胜出，地方官员会引导辖区内企业将
投资方向集中于即期回报率较高的短期项目而非 Ｒ＆D 这种高风险的长期项目，来迎合自己的政治
偏好。其次，当地方官员预计到自己即将离任时，他们会对短期项目显示出更加强烈的投资偏好，而
对 Ｒ＆D高风险长期项目则表现得异常厌恶。因为短期投资项目可以满足地方官员有限任期内最大
化自身效用的目标，增加政治擢升的筹码，而长期投资项目可能使得他们无法在有限任期内享受到

长期投资带来的经济成果，甚至可能会让后任官员坐享其成。这也使得地方官员针对企业项目的性
质表现出不同的行政效率，当企业的投资项目能为地方官员晋升增加筹码时，企业的投资项目能够

较快地通过政府部门的审批，甚至可能获得政策性支持。而企业联盟研发项目的前期投资大、风险
高、孕育周期长，很难迎合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偏好，因此，政府部门对它的立项审批表现出消极怠
慢的状态，这显然会妨碍企业的联盟研发进程。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建立研究假设 H1:

H1:官员更替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具有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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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寻租行为与企业联盟研发投入

在动态竞争、知识密集型行业中，大量企业会通过联盟研发的方式来构建和利用技术创新能
力［17］，但同时，企业也面临着技术资产的挪用等风险。特别是在正式制度缺失的经济体中，企业联
盟研发可能面临着更大的风险与挑战。为了应对正式制度缺失给企业联盟研发带来的负面冲击，企
业通常会选择寻租这种方式为联盟研发提供庇护。首先，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授予投资者在有限的时
间内享有研发成果所有权的垄断特权，从而确保联盟研发成果的排他性占有，享受研发成果转化带

来的经济效益［18］。然而，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正式的知识产权保护执行不力，企业在联盟研发的
过程中时刻面临着由于知识产权纠纷而引发的各类风险。为此，企业可以通过寻租的方式与政府部
门建立政治联系，借助政府部门的强制力来解决上述问题，从而降低联盟研发活动的风险水平。其
次，企业通过寻租的方式还能优先享受政府部门提供的各种政策性优惠，包括创新补贴、税收优惠和
融资便利等，因此寻租行为可以为企业的联盟研发投入带来“资源效应”。此外，中国经济的转型给
经济环境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使得企业面临着联盟研发的战略困境。对于在位企业而言，它
们为了避免专有知识泄露、失去主控权、收益分配纠纷或管理分歧而更倾向于单打独斗［19］。同时，
环境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也会给企业带来不可预知的市场需求、竞争和技术的变化。因此，动荡的
环境通常会弱化企业联盟研发的动机［20］。尽管如此，企业可能会在战略上通过寻租来应对环境的
不确定性，从而有效降低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性。
当然，企业的寻租行为也可能会弱化联盟研发行为。首先，寻租除了能够给企业带来可观的信

息和资源之外，还能够让企业享受由政府授予的市场特权所带来的垄断收益，从而有可能损害了市

场的公平竞争，最终弱化了企业通过联盟研发活动来维持持续竞争优势的动机［21］，理性的潜在竞争

者预料到在位者享受市场特权时，也可能会打消通过研发来进入市场并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念头;

其次，企业的寻租行为是一种追求非生产性的既得经济利益的活动，它会降低企业对联盟研发这种

生产性活动的努力，而将过多的资源用于非生产性知识的投入与积累。由此可见，企业的寻租行为
又将妨碍联盟研发活动。不过，当前中国的经济正逐步转入以创新为发展动力的新常态，鼓励企业
创新将成为政府各部门的首要任务，作为理性的企业，应该意识到创新才是企业获得永续竞争优势

的内生性动力，因此企业寻租的最终目的仍可能是为联盟研发活动提供必要条件，从而促进联盟研

发活动的顺利开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H2:
H2: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具有积极影响。
( 三) 官员更替的调节效应

通常地，企业的非生产性寻利活动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与地方政府建立起良好的政企关

系，并通过政企关系的桥梁来获取企业联盟研发活动所需的各种政策性资源。然而，官员更替也将
可能导致企业花费巨大精力建立起的政企关系面临着终结的厄运。当然，理性的企业通常会根据官
员事先确定的更替周期来决定是否进行寻租活动，从而避免由于官员更替而导致寻租活动失败。因
此，理性的企业可能并不愿意在官员更替时进行寻租，更不愿意在失去地方官员庇护的情况下开展

联盟研发活动，此时，联盟研发的等待期权价值将增加，联盟研发投入将大量缩减。此外，当官员发
生更替时，原有的政企关系所带来的收益会在官员更替的过程中降低。企业又被迫重新寻租，与新
的地方官员建立起良好的政企关系［22］。然而，企业与新上任的地方官员之间可能存在着严重的信
息不对称，即企业短期内难以收集到有关新上任地方官员的全面信息，这也使得企业无法预料寻租

的经济结果，更重要的是新的寻租行为又要大量挤出企业致力于联盟研发活动的精力和时间。因
此，在地方官员更替之时，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通常会被弱化。基于此，本文提
出研究假设 H3:

H3:官员更替会弱化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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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与研究样本

本文的研究数据源自第三方权威机构世界银行提供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这
次调查的执行时间是 2011 年 12 月至 2013 年 2 月。被调查的企业是通过对企业注册域名的分层随
机抽样来确定的，受试对象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包括总经理、会计师及其他高层管理者。这次调查
主要通过邮件和电话回访的方式回收样本，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共收集到有效样本 2848 个，其中国
有独资企业的占比为 5. 2%，其余为非国有独资企业。这些企业均匀分布在参与调查的 25 个城市、
26 个行业领域。整体而言，这次调查所确定的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在“缺失值”处理过程中，本
文遵循以下原则:对过去三年内企业是否与其他企业进行联盟研发做出响应的样本有 1728 个，其中
15 个样本给出的信息为“不知道”，为此，我们删除了未响应的样本 1120 个，同时将回答为“不知道”
的样本也进行了删除。同样地，关键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缺失值”也做了类似的处理。最终，我
们得到的有效样本为 1147 个。由于“缺失值”的存在使得大量样本丢失，这有可能会破坏原始调查
过程中抽样的科学性，从而影响到有效样本的代表性。为此，我们将总体样本和有效样本进行独立
样本 t检验，发现其他主要信息在这两组样本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这意味着样本的丢失并不会
对抽样的科学性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此外，为了纠正异常值可能造成的估计偏误，我们对研究中涉
及到的所有连续变量实施了 1%的缩尾处理。
( 二) 计量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了有效地评估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影响，本研究参照相关文献的经验

做法［22］，将计量回归模型设置如下:

( ALLYi or ALLYINTi ) = α0 + α1TUＲc + α2ＲENc + α3TUＲ × ＲENc + γXi/c + εi ( 1)
其中ALLYi表示的是第 i个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倾向，这是一个二元离散变量，若企业在近三年

来参与了联盟研发，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同样地，ALLYINTc表示第 i个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强
度，这是一个受限因变量，反映的是近三年来，企业平均每年用于联盟研发的投入占年度销售额的比

值。TUＲc 表示官员更替，具体参照罗党论和佘满国
［23］的定义，若 2010 年市委书记和市长未发生更

替，则赋值为0;若2010年市委书记或市长发生更替，则赋值为1;若2010年市委书记和市长同时发生
更替则赋值为 2，官员更替的数据来源于我们手工收集的数据库。ＲENc 表示寻租行为，这一变量的构

建是基于问卷中这一问题的答案，即“公司有时需要向公务员赠送礼品或非正式支付来‘把事情办
好’。这些事情涉及到海关、税收、许可证、规章条例及相关服务等。平均而言，向你们这样的公司向公
务员赠送的礼品或非正式支付占年度销售额的百分比是多少?”事实上，Berg et al．［24］和 Diaby and
Sylwester［25］也用类似的问题来界定寻租行为。由于寻租问题的敏感性( 少量受访者可能会承认个人
参与了寻租行为) ，因此问卷中要求受访者评价“像你们这样的公司”的经验，而不是报告他们事实
上遇到的腐败官员。进一步地，我们通过计算聚合在城市层面的非正式支付均值作为寻租行为的度
量。这种做法的可取之处在于: 首先，它有助于减少测量误差。这是因为公司向公务员赠送礼品或非
正式支付占年度销售额的百分比是被试者的估算，这种估算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存在高估或者低估

的偏差。为此，我们可以将这一主观估算的偏差视为白噪音。与从企业层面测量寻租行为相比，通过
计算聚合在城市层面的寻租行为平均值有助于消除白噪音，减少测量误差;其次，它有助于缓解双向

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这是因为，从单个企业的角度而言，它的联盟研发行为通常很难影响到城市

层面的寻租风气。TUＲ × ＲENc 表示企业官员更替与寻租行为的交叉项，用于评估官员更替对寻租行

为与企业联盟研发投入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①。εi 表示的是误差项。
Xi/c表示基于企业和城市层面的两类控制变量。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集包括: ( 1 ) 企业规模

( SIZE) ，在本研究中，企业规模界定为企业职工总数的自然对数。通常地，规模较大的企业拥有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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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和更大的能力去改变网络结构，并快速寻找到理想的合作伙伴，因此规模越大的企业越有可

能结成研发联盟; ( 2) 企业年龄( AGE) ，我们用调查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然后取其自然对数作为
企业年龄的操作性定义; ( 3) 国有控股比例( SOE) ，具体定义为所有制结构中国有股份所占的比例;
( 4) 总经理的工作经验( EXPEＲ) ，本研究将总经理在特定行业领域里的工作年资界定为总经理的工
作经验。工作经验丰富的总经理能够有效地辨识、评估和控制联盟研发活动的风险，在联盟研发的
过程中能够有效地协调和平衡各方面的利益，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显然，工作经验越丰富的
总经理越有助于促成联盟研发的形成; ( 5) 人力资本投资( CAPITAL) ，正式的培训计划是企业人力资
本投资的重要表现，若企业实施了正式的员工培训计划，则企业进行了人力资本投资，且赋值为 1，否
则为 0。通过正式培训计划，我们可以捕捉到人力资本投资对联盟研发的影响; ( 6 ) 银行授信
( CＲEDIT) ，具体定义为企业从金融机构获得的授信额度与销售收入的比值，银行授信能够在某种程
度上克服信贷契约的刚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企业在联盟研发过程中的融资需求，因此，利用银行

授信可以捕捉到融资约束对联盟研发的影响; ( 7) 微机化程度( COMPUTEＲ) ，它定义为使用电脑的
员工比例。企业的微机化程度与企业的信息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隐性知识的转移，从而促进企业联
盟研发的顺利开展; ( 8) 多元化程度( DIVEＲ) ，具体定义为企业主要产品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例的
倒数，多元化程度越高，意味着，企业越具有开辟新市场的强烈动机，为了开辟新市场、分散风险，企
业可能有强烈的动机以联盟研发的方式投资于新产品、新服务和新技术等; ( 9 ) 企业出口 ( EX-
POＲT) ，若企业所有的产品仅面向国内市场，则赋值为 0，否则为 1。企业出口之所以作为控制变量
是因为出口可以使得企业扩大合作伙伴的搜索范围，有助于企业寻找更加合适的联盟研发合作伙

伴，从而促进企业联盟研发; ( 10) 女性总经理( FEMALE) ，若企业的总经理为女性则赋值为 1，否则
赋值为 0。之所以将女性总经理纳为控制变量是因为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女性管理层的行为更加谨
慎，具有强烈的风险规避性。而联盟研发通常是一项复杂和高风险的项目，因此女性总经理通常会
弱化企业联盟研发的动机。
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 ( 1) 城市规模( CSIZE) ，具体定义为该城市年末总人口数并取自然对

数; ( 2) 商业城市( BUSY) ，若该城市为重要的商业城市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 3)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 GDP) ，该指标主要用于捕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联盟研发的影响; ( 4 ) 高等教育机构数
( EDU) ，该指标主要用于捕捉城市教育发展对企业联盟研发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和高等教育机构数这两个指标的数据来源于 2011 年各地级市统计年鉴。此外，为了控制企业联
盟研发行为的地区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我们控制了城市和行业的固定效应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 一) 官员更替、寻租行为与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
在评估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资决策影响的过程中，本文充分考虑了内生性和

异方差问题，同时纳入了城市和行业层面的满秩固定效应，并估计了聚合在行业性质层面的稳健性

标准误。考虑到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为二元离散选择变量，故本研究在对回归方程( 1) 进行参数
估计的过程中采用 Probit模型。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汇报在表 1 中，在表 1 的列( 1) 中，我们仅考虑
了官员更替( TUＲ) 和寻租行为( ＲEN) 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的影响，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的回归
系数在 1%的水平上分别显著为负和正。在表 1 的列( 2) 中我们在列( 1) 的基础上加入了官员更替
和寻租行为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表明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 β = － 0. 1680，p ＜
0. 01) 。这一结果意味着官员更替会显著弱化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的积极影响。为了
控制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等因素的影响，我们在表 1 的列( 3) 和列( 4) 中逐步纳入了企业层面和城
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其结果显示官员更替( TUＲ) 、寻租行为( ＲEN) 及其交互项系数的绝对值并无明
显变化，且符号仍分别显著为负、正和负。为了进一步明确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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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倾向的影响，我们在表 1 的列( 4) 中汇报了官员更替、寻租行为及其交互项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
向影响的边际效应。其中，官员更替的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标准差，企业致力于联盟研发投入的概
率会降低 5. 07%，由此佐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H1。现有研究提供了解释官员更替抑制企业联盟研
发动机的线索。由于官员更替导致的政策执行波动会使得企业投资前景难以预料，弱化了企业对投
资项目价值评估的能力。此时，投资决策中等待期权的价值就会增加，理性的企业通常会暂时搁置
高风险项目的投资［26］。Chen and Funke［27］指出当投资风险增加时，企业投资的态度将变得异常敏感
并会对高风险项目投资表现出较高的风险厌恶。因此，地方官员的轮替和交接对企业而言就如同
Bernanke［28］所强调的“坏消息”。具体而言，当坏消息来临时，企业会率先避开或减少高风险、长周
期和高投入的项目。毋庸讳言，联盟研发项目是典型的高风险项目，它具有投资大、周期长和风险高
的特点，官员更替会导致辖区内企业优先规避或减少联盟研发项目的投入［29］。

表 1 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

( 1) ( 2) ( 3) ( 4)
Probit Probit Probit Probit 边际效应

TUＲ － 0． 767 6＊＊＊ ［0． 142 3］ － 0． 845 2＊＊＊ ［0． 198 6］ － 0． 733 5＊＊ ［0． 216 1］ － 0． 719 0＊＊ ［0． 205 0］ － 0． 050 7＊＊ ［0． 012 9］
ＲEN 0． 970 4＊＊＊ ［0． 111 1］ 0． 887 6＊＊＊ ［0． 138 8］ 0． 890 2＊＊ ［0． 141 2］ 0． 816 1＊＊＊ ［0． 172 4］ 0． 057 6＊＊＊ ［0． 013 3］
TUＲ × ＲEN － 0． 168 0＊＊＊ ［0． 047 4］ － 0． 209 1＊＊ ［0． 091 7］ － 0． 240 5＊＊ ［0． 092 1］ － 0． 017 0＊＊ ［0． 008 2］
SIZE 0． 261 9＊＊＊ ［0． 088 8］ 0． 273 1＊＊＊ ［0． 081 9］ 0． 019 3＊＊＊ ［0． 005 2］
AGE － 0． 103 6 ［0． 174 2］ － 0． 126 0 ［0． 175 4］ － 0． 008 9 ［0． 012 7］
SOE － 0． 626 0 ［0． 665 9］ － 0． 553 5 ［0． 603 5］ － 0． 039 0 ［0． 042 5］
EXPEＲ 0． 005 6 ［0． 017 4］ 0． 010 3 ［0． 017 5］ 0． 000 7 ［0． 001 2］
CAPITAL 0． 746 7＊＊ ［0． 337 9］ 0． 759 7＊＊ ［0． 340 1］ 0． 043 0＊＊ ［0． 017 0］
CＲEDIT 0． 298 3＊＊＊ ［0． 085 8］ 0． 325 4＊＊ ［0． 115 3］ 0． 024 1＊＊ ［0． 011 0］
COMPUTEＲ 0． 842 1＊＊ ［0． 391 6］ 0． 885 8* ［0． 488 4］ 0． 062 5* ［0． 033 8］
DIVEＲ 0． 320 3* ［0． 174 9］ 0． 061 2 ［0． 502 3］ 0． 004 3 ［0． 035 5］
EXPOＲT 0． 562 9＊＊ ［0． 222 1］ 0． 500 1＊＊ ［0． 196 2］ 0． 038 1＊＊ ［0． 018 9］
FEMALE － 0． 682 6＊＊ ［0． 347 7］ － 0． 652 1* ［0． 395 4］ － 0． 036 8* ［0． 019 8］
POPULATION 0． 982 0* ［0． 566 7］ 0． 069 3* ［0． 041 7］
BUSY 0． 891 0＊＊ ［0． 419 2］ 0． 048 6＊＊＊ ［0． 014 6］
GDP 0． 037 4＊＊ ［0． 015 5］ 0． 002 7＊＊ ［0． 001 0］
EDU －0． 306 9＊＊ ［0． 131 5］ － 0． 021 7＊＊ ［0． 010 2］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产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 1． 803 7＊＊＊ ［0． 144 5］ － 1． 772 5＊＊＊ ［0． 151 4］ － 4． 391 0＊＊＊ ［0． 847 3］ －10． 943 1＊＊＊ ［3． 289 6］ —
Wald( p)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Log likelihood － 535． 145 6 － 534． 411 0 － 472． 933 6 － 465． 915 8
伪 Ｒ2 0． 119 6 0． 120 8 0． 175 6 0． 185 7
N 1 669 1 669 1 542 1 54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方括号内表示聚合在行业层面的稳健性标准差。

其次，城市层面的寻租水平越高，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概率就越大，即城市的寻租水平从平均值

开始每增加一个单位标准差会使得企业致力于联盟研发投入的概率增加 5. 76%，由此佐证了本文的
研究假设 H2。事实上，在转型经济体中，寻租行为可能是市场和法律制度缺失的一种有效替代，通
过寻租行为，企业可以优先获得各种资源［30］，而足够的资源是企业联盟研发的前提条件和基础。特
别是在转型的经济体中，政府部门通常不能为知识产权提供足够的正式保护，这迫使某些企业试图

通过寻租获取产权保护的替代性机制，从而为企业联盟研发投入提供足够的动力。
最后，官员更替与寻租行为的交互项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官员更替会弱化寻

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的正向影响。交互项系数的统计显著性并没有全面反映出交互效
应检验的全过程，而交互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图是交互效应检验的一个重要补充，它有助于我们识

别出调节效应的真实效力。为此，我们绘制了官员更替与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交互影
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图( 如图 1 所示) 。在图 1 中，横坐标表示的是官员更替，纵坐标表示的是寻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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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联盟研发
投入倾向交互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图

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其结果
显示，随着官员更替程度的增加，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

投入倾向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在逐渐弱化，由此佐证了本文

的研究假设 H3。这意味着，官员更替割断了企业通过寻租
所建立起的政企关系，使得企业联盟研发活动失去了有效的

保护机制。此时，企业可能需要通过寻租与新上任的地方官
员重新建立起政企关系，而这一过程显然耗费了企业大量的

时间和精力，挤出了企业联盟研发的投入。更重要的是，企
业与新上任的地方官员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企业无法确定寻租的经济收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只能通

过降低风险大的项目投入来规避风险。限于篇幅，不对控制变量做出相关解释。
( 二) 官员更替、寻租行为与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强度
接下来，我们探究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考虑到联盟研发投入

强度为左截尾的连续变量，因此，适合使用 Tobit模型对回归方程( 1) 的参数进行估计。具体结果汇
报在表 2 中，表 2 的列( 1) 只考虑了官员更替( TUＲ) 和寻租行为( ＲEN) 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强度的
影响，其结果显示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分别显著为负和正，这意味着官员更替
会弱化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强度，而寻租行为则会强化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强度;表 2 中列( 3) 和列( 4)
在分别纳入了企业和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后发现，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的系数值符号和显著性并未

发生明显变化，其交叉项系数仍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官员更替会显著弱化寻租行为对
表 2 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强度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

( 1) ( 2) ( 3) ( 4)
Tobit Tobit Tobit Tobit 边际效应

TUＲ －0． 013 6＊＊＊ ［0． 002 8］ －0． 014 6＊＊＊ ［0． 003 7］ －0． 011 9＊＊＊ ［0． 004 2］ －0． 011 5＊＊＊ ［0． 004 0］ － 0． 000 6＊＊ ［0． 000 2］
ＲEN 0． 026 5＊＊＊［0． 003 4］ 0． 025 1＊＊＊［0． 003 7］ 0． 019 3＊＊＊［0． 002 9］ 0． 017 8＊＊＊［0． 004 0］ 0． 001 0＊＊＊［0． 000 2］
TUＲ × ＲEN －0． 002 4＊＊＊ ［0． 000 6］ － 0． 003 6＊＊ ［0． 001 4］ － 0． 004 1＊＊ ［0． 001 6］ － 0． 000 2＊＊ ［0． 000 1］
SIZE 0． 006 3＊＊＊［0． 002 2］ 0． 006 2＊＊＊［0． 002 2］ 0． 000 3＊＊＊［0． 000 1］
AGE － 0． 003 8 ［0． 005 0］ － 0． 003 6 ［0． 004 8］ － 0． 000 2 ［0． 000 3］
SOE － 0． 023 4* ［0． 012 1］ － 0． 023 3* ［0． 011 8］ － 0． 001 3* ［0． 000 7］
EXPEＲ 0． 000 4 ［0． 000 4］ 0． 000 7 ［0． 000 5］ 0． 000 0 ［0． 000 1］
CAPITAL 0． 011 0* ［0． 006 6］ 0． 011 0* ［0． 006 2］ 0． 000 6* ［0． 000 3］
CＲEDIT 0． 008 0＊＊ ［0． 003 8］ 0． 009 4＊＊ ［0． 004 7］ 0． 000 5* ［0． 000 3］
COMPUTEＲ 0． 022 6* ［0． 012 0］ 0． 020 2* ［0． 011 0］ 0． 001 1* ［0． 000 6］
DIVEＲ － 0． 006 4 ［0． 014 2］ － 0． 008 1 ［0． 013 6］ － 0． 000 5 ［0． 000 8］
EXPOＲT 0． 023 6＊＊＊［0． 007 4］ 0． 022 6＊＊＊［0． 006 9］ 0． 001 3＊＊＊［0． 000 4］
FEMALE － 0． 012 1* ［0． 007 6］ － 0． 011 5* ［0． 006 3］ － 0． 000 6* ［0． 000 4］
CSIZE 0． 018 9 ［0． 013 1］ 0． 001 1 ［0． 000 8］
BUSY 0． 013 6* ［0． 007 8］ 0． 000 8* ［0． 000 4］
GDP 0． 000 6＊＊ ［0． 000 3］ 0． 000 1* ［0． 000 0］
EDU －0． 006 4* ［0． 003 4］ － 0． 000 4* ［0． 000 2］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产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 －0． 083 8＊＊＊ ［0． 009 5］ －0． 083 2＊＊＊ ［0． 009 9］ －0． 100 3＊＊＊ ［0． 021 8］ －0． 224 2＊＊＊ ［0． 080 8］ —
F( p)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Log likelihood － 114． 289 01 － 114． 047 2 － 52． 925 5 － 49． 107 8
伪 Ｒ2 0． 336 2 0． 337 6 0． 662 3 0． 686 6
N 1 669 1 669 1 542 1 54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方括号内表示聚合在行业层面的稳健性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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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官员更替和寻租行为对联盟研发
投入强度交互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

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强度的积极影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
交互项系数的统计显著性并未全面反映交互效应检验的全

过程，而交互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图是交互效应检验的一

个重要补充，它有助于我们正确辨识调节效应的真实效力。
为此，我们绘制了官员更替与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

入强度交互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图( 如图 2 所示) 。在图 2
中，横坐标 X轴是官员更替，纵坐标 Y 轴是寻租行为对企
业联盟研发投入强度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结果显示，随
着官员更替程度的增加，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强

度影响的平均边际效应逐渐弱化③。
五、结论与政策内涵
中国经济正式步入转型升级的阵痛期，为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构建一套规范、系统、有效的制度

体系，已经成为政府相关部门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也是中国谋求经济战略转型的关键任务之一。
基于此，本研究利用第三方权威机构世界银行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评估了官员更替

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投入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官员更替会显著弱化企业联盟研
发投入倾向和强度，而寻租行为则强化了企业联盟研发投入倾向与强度，进一步地，官员更替还弱化

了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投入行为的积极影响。此外，研究还发现，随着制度质量的改善，官员更替对
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消极影响会逐渐弱化，而寻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积极影响会逐渐强

化。这一结论表明，受转轨时期改革方案的影响，司法质量对企业的保护作用虽有所体现，但并未充
分地发挥出来，这使得企业联盟研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制于非正式制度，因此，司法质量与寻

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具有互补的作用。通常地，随着司法质量的改善和市场制度的完善，寻
租行为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影响会逐渐弱化，而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企业联盟研发活动除了依

赖司法机制外，还依赖寻租机制，由此说明，当前的制度改革还不能完整地保证企业的创新活动。因
此，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制度保障是当前政府各部门面临的重大任务之一。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增进了人们对地方官员治理如何通过寻租影响企业行为的

理解。在当前的经济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蕴含着重要的政策内涵。
首先，在地方官员轮替交接的过程中，中央政府要严格执行任期制，避免官员成“临时工”。本文

的研究结论显示，由于官员更替导致的政策不连续会弱化企业联盟研发投入的动机，降低企业联盟

研发投入水平。地方官员的频繁更替会削弱辖区内公共政策的连续性，引发较高程度的政策执行波
动，诱发地方官员执政行为的浮躁化、执政理念的短视化及执政政绩的泡沫化等系列问题，触发经济
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得企业未来投资前景变得不明朗，从而妨碍了辖区内的企业联盟研发投入

行为。为此，中央要避免领导干部职务频繁的轮替交流，确保领导干部职务更迭轮替的制度化、法治
化和有序化。同时要始终贯彻人事行政的规律性，确保领导干部职务更迭轮替前后经济政策的连续
性和稳定性。
其次，健全和完善法治市场经济，让法律成为企业联盟研发的坚强后盾。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

良好的契约实施制度有助于弱化官员更替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消极影响，强化寻租行为对联盟研

发活动的积极影响。基于此，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健全和完善法治市场经济，让法律成为保障市场经
济有序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石。事实上，官员更替对企业联盟研发活动的负面影响可能源自政府对市
场的过度干预，并未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最终导致企业的投资活动带有明显的政

治周期。因此，政府干预应该从那些本该由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领域中逐步退出。同时，政府还应
该赋予市场经济运行更加完善的法律体系，并要求这些法律体系具有公开、公正和平等的包容性，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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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市场主体的自由决策和分散决策;保证市场主体的平等地位，实现公平竞争;有效解决市场矛盾和

纠纷，维持市场秩序。此外，还必须正确地认识和把握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有效地界定政府干预
市场的边界，用严格的法律规范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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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在构建交叉项的过程中，首先分别将 TUＲ和 ＲEN 进行中心化，然后将中心化后的 TUＲ 和 ＲEN 相乘构成 TUＲ 和
ＲEN的交叉项 TUＲ × ＲEN。

②限于篇幅，未报告描述性统计结果。
③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示稳健性回归结果，其中包括纳入的重要遗漏变量:制度制量;剔除带有政治色彩的直辖市
样本;将寻租行为的指标替换为企业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间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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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s' Turnover，Ｒent-Seeking Behavior and Firm Ｒ＆D Alliance
LI Houjian

( College of Management，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engdu 611130，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ways in which officials' turnover and rent-seeking behaviors

affect firm Ｒ＆D alliance，using survey data of World Bank about institutional qual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 operation． The re-

sults show that，officials' turnover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input tendency and intensity of Ｒ＆D alliance investment，while

the rent-seeking behavior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it． With the degree increase of the officials' turnover，the positive impact of

rent-seeking behaviors on firm Ｒ＆D alliance will be weaken，and this result is rather robust． Additionally，we show that pro-

moting institutional quality is a way to weakening negative effects of officials' turnover on firm Ｒ＆D alliance，but it strengthens

positive effects of rent-seeking behaviors on firm Ｒ＆D alliance． The research provides micro-empirical evidence to deeply un-

derstand firm Ｒ＆D alliance behaviors．

Key words: officials' turnover; rent-seeking behavior; firm Ｒ＆D alliance investment; institutional quality;

interac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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